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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軸在於檢視國家身分認同因素對印度外交政策長期與深層的影

響，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結合體系結構與單元層次的分析架構下，抽取出做

為中介變數的身分認同因素是如何干擾印度對於體系壓力的回應，同時提

供觀察印度政策選擇的另一種理論途徑。目的在於指出，欲理解印度外交

政策具有的特質，必須輔以「後殖民身分認同」的干擾變數，而伴隨後殖

民國家身分認同而來的戰略自主，則有助於解釋為何印度對美國總是存有

不信任感，雙方戰略夥伴關係難以真正落實。未來印度視印美關係為一個

戰略機會（現實主義者）或戰略自主（民族主義者），後殖民國家身分認

同可以提供吾人觀察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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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2000年以來，印度對外關係日趨自信與活躍，與大國的接觸比以往更加

深化與豐富，印美雙邊關係的發展更是冷戰後最受矚目的焦點。尤其自2014

年5月印度人民黨取得執政後，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高層互訪頻繁所建立的友好情誼，印美關係被描述為已跨越

「歷史的躊躇」（hesitations of history）（Mohan 2016）。給予外界雙方已經

成功拋開歷史疙瘩，營造合作無間的親密氣氛。

回首印度自獨立後的外交歷史與實踐，對外政策素有其連續性，特別是保

有外交政策獨立性與拒絕軍事聯盟的政策傳統（Miller 2014），長期堅守不與

他國結盟之原則似乎呈現結構現實主義下的異例，
1
即使面對潛在競爭對手中

國整體實力的提升，在應對與周邊國家領土爭議時越趨自信的態勢，以及在印

度周邊隱然成形的安全威脅，無疑對印度是一個警訊。然而，印度外交政策弔

詭之處就在於，實力的差距以及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邏輯上將加速推動印度

與美國發展更密切和更清晰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印度同時會積極把握美國所

提供的戰略契機，以趁勢崛起，不過事實卻並非如此。其政策並未隨著結構權

力分配的變動，而進行相應的結盟與制衡行為，更遑論中印關係呈現一種不對

稱的威脅認知，印度界定中國是未來長時期的戰略競爭者，中國卻不將印度視

為嚴重的威脅者（Garver 2003, 109; Fang 2014）。

1	 最為經典的事例仍是冷戰時期印度「不結盟運動」的倡議。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邏

輯，印度應如同其他國家加入任一方的聯盟體系，整體國力虛弱的印度，即使面對和

中國逐漸升溫的緊張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1962年災難性的邊界戰爭，卻一直到1970
年代始與蘇聯結為同盟關係。換言之，印度靠向蘇聯彰顯體系結構壓力的制約力量，

決定印度最終仍無法避免走向結盟；然而，純然由體系結構變數無法更細緻的解釋

1950、1960年代印度的政策選擇，以及印度為何選擇蘇聯；同樣的，蘇聯瓦解後，印
度失去長期依賴的戰略夥伴，即使印度在1990年代實施經濟改革，融入美國主導的自
由經濟體系，然而卻也沒有立刻擁抱美國做為新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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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印度一直至1990年代末才化解長達半世紀的冷淡關係，美國是歷史

悠久的民主大國，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龐大的民主國家，在共享的價值之

下，印美雙方的合作關係理論上應該是水到渠成，然而事實上卻是充滿鴻溝荊

棘遍佈與顛簸的路程。
2
印度至目前為止的政策似乎顯現出無法全然依權力平

衡的原則，建立與美國一致的目標，抗拒任何正式聯盟仍然顯而易見，尤其不

願意採取可能被中國視為對抗性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不願充分參與可能會疏

遠中國的機制。

直言之，若冷戰時期妨礙雙邊關係的外部因素已不復存在，但何以兩個民

主國家走向合作的路程卻仍是如此緩慢？印度長期以來對美國根深蒂固的不信

任感，缺乏互信基礎使印度始終抗拒融入美國所建構的戰略規劃中，此種影響

印美關係發展的深層因素又將如何系統性的進行理解？以上皆是本文探究的動

機。

為了更明確的論證印美關係的若即若離，本文將以2012年美國「重返亞

洲」（pivot to Asia）政策做為個案演示。從結構現實主義的制高點，有充分

理由認為印度將積極成為美國「樞紐」（pivot），視為體系給予的契機。美

國明確指出亞洲「再平衡」範圍涵蓋亞太地區並連結印度洋地區，無疑賦予印

度地位特殊的重要性，期盼與印度建立實質的戰略夥伴關係，雙方共同因應中

國崛起的效應，美國此一熱切期盼至少目前為止仍未完全成真。

對於現代印度的理解無法忽視民族主義（nat ional ism）和殖民主義

（colonialism）兩個概念之間的相互作用（Mondal 2003, 44）。上述對於印度

外交政策的思索，亦突顯出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並不必然帶來與之相應的國家

行為，純然由體系結構變數並不能完整的說明印度的政策選擇，印美關係的發

展必須輔以國家身分認同（national identity）做為解釋變數，始能更好的解釋

印度令人費解的政策行為。

爰此，為了更好理解認同因素對於外交政策的作用，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為

2	 例如美國退休外交官Dennis Kux稱印度與美國是兩個「疏遠的民主國家」，參閱Kux 
（1993）；美國前國務卿Madeleine K. Albright形容印美關係是「一種充滿誤解、誤判
與不斷錯失良機的模式」、Henry Kissinger描述兩國在過去的摩擦與齲齬，使印美關係
呈現「只能在夢裡出現的美好想像」，參閱Vinod（1997, 43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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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本文主張在承認體系力量的前提下，也應回溯古典現實主義關於國

家與外交政策的論述，以增補體系因素在解釋力上的缺陷，唯有如此才有助於

解釋特定國家的政策選擇，為何並非是受到體系壓力而造成的國際政治結果循

環，透過抽取出印度國家內部特性，建立變數之間的邏輯關係，重點在於強調

權力分配仍是制約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為了更全面細緻的理解印度外交

政策產出，必須連結國家特質做為關鍵的干擾變數補強；接著進行個案檢視驗

證，論證後殖民身分認同如何體現在印度對美國政策的回應，最後並據此達成

結論，做為觀察莫迪政府未來政策之續與變。

故本文核心論述為，印度民族的共同集體記憶是來自於過去不同帝國統治

的歷史經驗，奠定了後殖民認同（post-colonial identity）做為理解印度外交政

策的基礎。如果將現實主義和身分認同做為政策光譜的兩端，印度外交政策時

常擺盪在「戰略機會」和「戰略自主」之間。長期而言，印美關係的漸進發展

的確符合體系結構的預測，然就短期而言，印度徘徊在美國所提供的戰略機會

與基於戰略自主考量之間，總是無法即時抓住美國所提供的戰略機會，原因並

非是因為印度缺乏任何戰略意識，而是由於後殖民身分認同因素發揮了干擾作

用，減弱了體系壓力的制約。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下的身分認同與外交政策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關切焦點與核心論述

吾人如何以有別於傳統的途徑來理解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理論究竟是要

研究一國實際的外交行為，抑或應該將重點放在宏觀理論的建構，在內部爭論

過程中存在緊張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做為兩種論述的橋樑，兼顧理論的

嚴謹性和議題的政策相關性之間維持平衡，以增進現實主義理論對外交政策的

解釋（Wohlforth 2008, 31）。

Gideon Rose特別冠以「新古典現實主義」之名，來統稱明確建構外交政

策理論路徑的現實主義學者。理論基礎萌芽於對結構現實主義的反思與異例的

抽絲剝繭，關注國家行為呈現與結構現實主義預期不一致的反常現象，並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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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焦點轉至國內層次，建立變數之間的假設關係（鄭端耀 2005, 127-129）。

言下之意，純粹由體系結構權力分配的論述在說服力上已經受到質疑與挑戰，

釐清國家的內部特性如何影響領導者對於外來威脅與機會的評估，以及對外政

策的制訂。
3
結構現實主義主張在體系壓力驅使下，所有國家會採取相似的行

為；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認為許多案例卻並非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測，

國家並非總是依循體系規則行事，而是經常呈現「過度制衡」或「制衡不足」

的情況，這些異常案例也因此成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的開端。

承襲現實主義一貫脈絡，新古典現實主義仍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然若要

更透徹理解一國外交政策，必須開啟「國家」這個黑盒子（Finel 2001/2002, 

212-218）。將國家特性或動機摒除在外，置結構於首要以及唯一地位的結構

現實主義不論多麼的千錘百鍊，仍面臨無法提供適當預測的侷限，流失了預測

的能力。因此，必須重新探究國家的內部屬性，重新對國家的動機做出預設

（Donnelly 2009, 42-46）。

就理論定位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仍是屬於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之群中，這

是無庸置疑的，是項理論著眼探究更寬廣的涵蓋層面與細節，更高的變數複雜

性並不會犧牲體系層次的理論化（Donnelly 2009, 45），從「解釋對象」不同

這點而言，兩者其實是互補的理論（Taliaferro 2000/2001, 133）。也並非只是

一種權宜措施，甚至是理論退化，只能解釋結構現實主義的異常現象；而是一

個合乎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延伸與拓展（Rathbun 2008, 294）。所有的新古典

現實主義學者都是結構現實主義者，可比喻為「玫瑰換了名字仍然芳香如故」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is still a rose），事物的本質不會因換了名稱而有所

改變，充分體現在本質上仍歸屬結構現實主義（Rathbun 2008, 297）。解釋國

家行為偏離結構現實主義的路徑並不意味其結果是非現實主義的，只是凸顯該

理論能夠提供更豐富和更具體的解釋力（Kitchen 2010, 140）。新古典現實主

義站在捍衛結構現實主義的立場，其實是對權力平衡理論解釋力的補強，填補

3	 內部特性包括：國家在政治、軍事方面的汲取與動員能力、國內社會組織和利益集團

的影響、國家相對於社會的自主程度以及菁英、大眾之間的凝聚程度；大戰略的影響

包括：國家領導人對國際威脅與機會的評估，以及可能執行的外交政策，亦即有別於

傳統權力平衡理論和威脅平衡理論所預測的戰略（Lobell 20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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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現實主義過度忽視國內層次對外交政策的影響，要點如下：

（一）國家在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分配是國家外交政策模式的首要驅動

因素，也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外交政策的開端（Rose 1998, 150-151）。

（二）然而，權力的相對分配僅僅是為各國的大戰略提供了一個參數。體

系壓力決定對外政策的大方向，但不能決定國家行為的具體細節，即僅僅從相

對權力，或者從外部威脅變化的角度，對國家各自大戰略的細微差別與演化進

程解釋有限。因此，一種將國際機會、外部威脅以及國內政治制約三者結合起

來的研究方式，將能更充分的解釋國家戰略的連續性與潛在原因（Taliaferro et 

al. 2009, 2-3）。

（三）新古典現實主義致力審視「國家」的中介作用。理論假設了一個

「傳送帶」（transmission belt），一面連接體系的刺激性與限制性因素；另一

面連接國家實際執行的外交政策。試圖解釋單元層次（unit-level）也會限制國

家對於體系定律規則的回應。國際權力分配不會自動轉化為政策行為，必須經

過國家結構扮演「傳送帶」角色的過濾，從而影響決策者對可能的威脅進行評

估，以及確定可行的戰略，單元層次變數同樣具有束縛或促進作用（Taliaferro 

et al. 2009, 3-4）。

（四）長期而言，國際政治的結果的確反映了國家之間權力的分配；然就

短期而言，純然從體系角度很難客觀充分地預測國家將會執行何種政策選擇，

相反的，做為中介變數的決策者與國內政治則具有直接影響的作用（Taliaferro 

et al. 2009, 4）。儘管國內變數在型塑國家外交政策時並不獨立於結構變數發

揮單獨作用，單元層次變數仍舊介於體系誘因和國家實際政策反應之間，也因

此稱做新古典現實主義。

（五）因此，隨著時間的發展，儘管國際體系可能會使國家對體系約束條

件進行正確回應，但這不能解釋國家做出的短期決策，而正是這種短期決策會

導致一國安全和國際體系結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Taliaferro et al. 2009, 7）。

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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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新古典現實主義變數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綜上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尋求至少某種程度的預測能力，同時映照出國

際事件是眾多因素相互繁雜作用的結果。國家外交政策的範圍和追求，首先是

相對物質權力決定的，而此種影響又是間接和複雜的，因為體系壓力必須要通

過單元層次上的仲介轉化；其次，以「傳送帶」概念將相對權力分配和國家外

交政策連結起來，決策者根據認知權衡後產出政策選擇，意味著短期而言，不

同國家的外交政策可能並不是建立在相對權力的客觀評估之上，因此，必須理

解哪些國內因素影響結構訊號的傳達。

二、國家大戰略的形成：身分認同的作用

如前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最大特質是重新探索國家層次，尤其回頭從古

典現實主義汲取關於理念（idea）的作用做為延伸，試圖重新捕捉理念對於政

策可能的影響，亦即體系壓力與單元特性交織下的結果，國內理念做為一個干

擾變數，各種單元特質包括身分認同與民族主義型塑了對於威脅的評估認知，

最終確立大戰略的基本雛形與方向。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國際結構、國家動機和

認同等要素融入現實主義的闡釋中，其實也為制度和認同的角色留下理論空

間，從而能更貼近與有效解釋真實的世界。

例如，Jeffrey W. Taliaferro著重討論意識形態和國家推行的民族主義是構

成國家權力兩項決定性要素。就此而言，民族主義描述個人對於國家利益的認

知是基於團體成員所共有的文化、種族以及民族認同，相信團體的成員擁有共

同歷史，國家的存在仰賴於維護國家的持續生存（Taliaferro 2006, 491）。國

家身分認同與民族主義無論在國內政治的對抗，抑或外交政策持續扮演著基本

的角色（Sterling-Folker 2009, 108），西發利亞體系的維持是建立在民族自決

國際體系

權力分配

（自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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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因素

國家特質

（干擾變數）

外交政策

（依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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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認同之上，所以國家領導人會不斷重複國族主義、認同以爭取對於政策

的支持（Sterling-Folker 2009, 111-115）。

Nicholas Kitchen嘗試將理念發展為一個共同的（具通則性的）干擾變數，

描述國際體系的壓力是如何經由國家轉化為外交政策的產出（Kitchen 2010, 

117）。新古典現實主義指出國家行為偏好來自利益的驅動，但利益本身其

實就含有理念的存在。理念牽涉到威脅的評估認知以及動員能力，進而影響

大戰略的形成（Kitchen 2010, 123）。理念反映一國的特質或者稱為單元的特

性，具體展現則是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兩者關係緊密相連，但並不等同，

由國家推行的民族主義關注於個人對民族和國家的身分認同，相關論述如下

（Kitchen 2010, 133-135）：

（一）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家」多元變數的援引，體現了國家決

策不僅受到如權力、安全等國際體系外生因素（exogenous systemic factors）

左右，也同時受到文化、意識形態偏見、國內政治考量以及占主導地位的理念

所影響。

（二）定義國家安全威脅與戰略評估：結構現實主義由國際體系的結構和

物質性權力做為其衡量國家利益與威脅的出發點；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家的

戰略估算，物質因素絕不是評估國家安全的唯一既成事實，國家對於利益安全

的評估可能來自於特定的歷史，意識形態，政治或理念偏見。

三、印度國家特性：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

身分認同可以理解為我們國家是什麼？我們國家代表著什麼？國家身分認

同非靜態的模式，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透過與其他國家相互作用進行調整，以

及通過自身文化和國內環境，國家身分認同也因此具有關聯性和社會性的特

徵（Ashizawa 2008, 571-576）。認同是一種多面向與變動的概念，就印度而

言，身分認同有其長遠歷史和文化基礎，涉及了不同地區、語言、性別與種姓

制度認同論述，呈現多元認同論述的特質（Commuri 2010, 44）。在歷史的長

河中，印度一直在調和種種分歧與差異，這些異質性在不斷融合的過程中，由

此造就印度具備一種「統一體」（unity）的精神現實（張淑芳 2007, 3）。

印度在1947年取得獨立之前，大部分時期為一個鬆散集合體，經歷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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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換代，最後進入英治時期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使印度內部呈現分化的

現象，獨立之後又經印巴分裂，才初略完成了印度國家的整體統一。
4
印度廣

袤的土地歷經多次侵略與政權更迭，集結多種語言、宗教、文化、種族以及戰

略要地的交會點，這些「遺產」延續至今，成為一個印度教占多數但國家身分

認同有待建立的國家。
5
上述差異使印度長久以來難以凝聚共有的國家身分認

同。在國家身分認同建構過程中，反抗外國統治勢力與壓迫的共同經歷與感

受，構成整體身分認同之主要基礎（石忠山 2006, 5）。換言之，印度的國家

身分認同是做為一個文明古國，文化的資產使其在國際事務上容易呈現脫離

現實環境的傾向，同時伴隨著殖民遺緒，進行著反殖民主義的掙扎（Chacko 

2012）。

印度前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言，做為單一的政治實體，「一

個印度」（One India）是一個包容性和開放的社會，具備多元文化、民族、語

言等理念（Twining and Fontaine 2011, 193）。印度是一個將種種矛盾總和聚

在一起的地域概念，融合不同類型的民族、數以千計相互難以理解的語言、多

變的地形與氣候、宗教和文化習俗的多樣性，加上古老神話傳說，這些特質

皆是具有現代性與普遍真實的存在，都是構成印度的一部份，印度的國家身分

認同奠基於「多元性的統一」（united in diversity）（Tharoor 2006, xv, 7）。

因此後殖民身分認同的概念有助於探索印度外交政策對象和目標之間的關係

（Mehta 2009, 210）。

學者Pratap Bhanu Mehta挖掘「印度的理念」（idea of India），探索印度

內在價值的動態連結以尋求對印度外交政策的理解。其認為，印度自身一直有

強烈的天定命運或者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的理念，映照出印度謹慎的

政策主旨，一方面不願輕易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則是不加入任何長期持久性的

聯盟關係（Mehta 2011, 97-109）。另一方面，英國殖民統治對印度產生兩種

遺緒，一是受害者情節深植於印度對外界關係的評估；另一則是印度自視繼承

4	 詳細歷史參閱：吳俊才（2010, 87）；陳琦郁（2011）。
5	 例如作家V. S. Naipaul以「受傷的文明」（wounded civilization）道出印度過去所承受
的內憂外患陰霾，印度社會裡所存在的混亂與矛盾，反映出後殖民社會企圖找尋自我

定位的特徵，如今是力抗「印度再裂解」的時代。請參閱杜默（2013,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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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光榮孤立的外交傳統，奠定印度政策菁英尋求實現「大國地位」的基本前

提（Hilali 2001, 742）。殖民統治的陰影和大國地位追求密不可分，避免屈從

於其他大國一直是印度外交政策最重要目標之一（Ciorciari 2011, 64）。

印度自詡亞洲第一個擺脫殖民統治的大國，構築其世界大國的想像

（Chacko 2011, 178-195），重新喚起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想望（Ogden 2011, 

4），輝煌歷史與獨特傳統、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世界觀與殖民統治

的經驗，這些元素觸動印度的大國覺醒，大國形象立基於道德的象徵，所有第

三世界國家皆可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中得到解放，實踐反殖民主義的理想（李思

嫺 2015, 88-91）。

印度兩大政黨國大黨與印度人民黨的外交政策其實同樣具備後殖民主義的

特質，對於西方所造就的現代性小心翼翼的同時，強烈主張保有「印度」認

同的獨特性（Chacko 2011, 166）。6
民族主義者對於印度是否有能力在外交政

策上保持自主行動是極為重視的，在不同的時間區段裡採取不同的政策展現戰

略上的自主。2009年9月，時任印度外交部長的S. M. Krishna指出，印度的主

要目標是確保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鞏固印度的戰略自主權。民族主義者往

往看到印度的利益經常受其他大國（通常意味著美國）壓力下被壓制，外交

政策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是一個衝突的場域，在這當中主要大國不斷尋求抑制

印度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迫使印度政策遵循其他大國的利益（Ollapally and 

Rajagopalan 2011, 146）。 

由此導致喪失外交政策獨立性是印度恐懼的主要原因，民族主義者反對任

何聯盟，並視聯盟為顛覆印度利益的一種方式。2010年9月，當時的印度總理

辛格曾言：「印度太大以致於無法被置入到任何聯盟關係當中。」，做為一

種根深蒂固的價值，印度認為聯盟（或是與大國的親密關係）是一種制約，而

不是分擔安全責任的方式，解釋了印度政治菁英對大國（尤其是美國）長久的

懷疑。這並不意味著印度與其他大國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而是說，這種共同

6	 Priya Chacko認為，核武議題顯示了後殖民主義的特性，印度人民黨在1998年正式公開
核武試爆之深層原因，其實是對於西方國家壟斷核武的回應，反制西方大國對其「戰

略自主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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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針對特定議題，非一般通則的利益。因此，民族主義者傾向於以個案的

方式為基礎進行外交政策合作，而非長期配合某種固定的同盟關係（Ollapally 

and Rajagopalan 2011, 147）。

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教授研究結果亦指出，印度不斷遭受異族征服統

治的歷史而導致不安全感，內部多元特性的共同經歷是受殖民統治經驗，建構

印度的統一性亦是立基於後殖民身分認同。這種造成印度國內集體創傷的產

物，塑造印度回應國際關係的方式與行為，成為民族主義政治菁英的集體回

憶，創傷受害記憶根植於印度菁英的世界觀，關切自身領土主權以及提高在世

界政治中的地位是必然的結果。印度有著榮耀文明和屈辱的殖民地歷史，遭受

殖民的經歷造成了印度國家身分認同轉變，身分認同轉變又進一步影響政策制

定（Miller 2013, 1-6）。

殖民經歷是一種民族集體創傷，這種創傷混雜著被侮辱的記憶以及對壓迫

的反感，在感受到「國家主權受到威脅」的催化之下，容易產生受到外國壓力

的受害心理，從而影響外交政策，這也是為什麼難以由傳統權力平衡理論所預

測的制衡或者扈從行為剖析印度外交政策，對於戰略自主的堅持使其政策常呈

現「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的發展（Miller 2013, 7-34）。

無庸置疑，優越的印度文明構成印度興衰的重要部份，殖民統治的共同集

體記憶使印度視自身國家的崛起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道德義務，民族主義做為

一種手段與目的，目標是達到國家的自立和自強，同時也能應對外來的威脅，

重視國家主權的保護，並經常感知其他國家潛在的敵意，對國家之間的聯盟關

係自然持懷疑態度，特別是在聯盟關係中擔任次要角色時將有辱民族自豪感，

因此強調聯盟將喪失國家自主權的缺點，後殖民國家認同所彰顯的民族自尊心

和珍惜獨立地位的情結。

本文研究設計如圖2所示：（一）印度「大國地位」的想望與抱負根源於

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的型塑。國家認同所形塑出的民族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構成了印度最鮮明的國家特質，

國家身分認同定義了民族主義的重要價值，由此產生以「戰略自主」為核心的

政策支柱。印度在國際體系崛起過程中，同時夾雜對目前國際體系秩序相當程

度的猶豫，印度期盼感受到其他行為者給予關注與其認為應該得到的榮耀與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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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國地位」與「戰略自主」實則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印度渴求的是

維持行動上的自由，能夠自由採取其首選的外交政策追求國家利益，而不受其

他國家以任何形式施加壓力有所限制，擔憂國家政策選擇的獨立性遭受侵蝕破

壞。（二）國家身分認同之作用使印度外交政策擺盪在「戰略機會」與「戰略

自主」之間。國家身分認同型塑印度「戰略自主」以及「大國地位」情節，並

據此定義其國家安全威脅之來源。具體而言，印度如何評估或者認知國際體系

中的威脅與機會，必須結合國家身分認同這一中介變數，始能更好的解釋印度

偏離體系結構預測的政策行為，釐清印度對美國信任不足的根源。

本文並非是獨尊認同因素的作用，而是在於指出身分認同因素與印度外交

政策的選擇是密切相關的。更確切而言，身分認同引起的內部競爭和外部刺激

促進了民族身分的形成，進而影響和重塑對外政策，體系的權力分配僅僅反映

了國家之間權力強弱對比的結構性矛盾，確立了各國所面對的戰略環境；然而

無法針對國家的政策選擇提供充分解釋。從身分認同的作用而言，印度如何協

調印美關係，深受印度國家身分認同，以及對美國權力本質和偏好態度為前提

條件。

「中國崛起」所彰顯的體系壓力決定了印度修補與美國外交關係的大致方

向，在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中介變數干擾下，由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喚起民眾

的民族主義，解釋了印度與美國進展緩慢，呈現兩條路徑並存的現象，即擔憂

中國崛起、與美國合作卻又不與之結為正式的旨在制衡中國崛起的同盟關係，

圖2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印度外交政策的結合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國家實際執行的外交政策：結構與單元特性的交織

戰略自主性    不輕易對美國許諾 抗拒建立同盟關係

「國家」特性的中介作用：傳送帶（transmission belt）
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 追求大國地位

國際體系的刺激性與限制性因素

中國崛起 修補印美關係



 擺盪「戰略自主」與「戰略機會」之間：探索後殖民認同下的印美關係發展　63

為更清楚說明本文主旨，以下將進行個案演示與論證。

參、�個案演示與論證：2012年美國歐巴馬時期「重返
亞洲」政策

一、冷戰後國際體系結構的轉變：中印競爭關係的結構性因素

兩極體系結構的改變形成印度最大的挑戰與契機。蘇聯瓦解使印蘇結盟對

抗美國、中國與巴基斯坦情勢獲得緩解，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使巴基斯坦在美國

的戰略重要性明顯降低，美國對巴基斯坦戰略的改變減輕了印度的安全威脅，

重新連結印美關係的發展（馬加力 2002, 131）。另一方面，1990年代後期國

際焦點主要集中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效應和對於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中國與印度相繼在亞洲地區崛起，引起外界探究的關鍵問題在於中印關係

是否能夠成為合作夥伴抑或朝向競爭對手發展，對於區域和平與穩定將如何調

節（Gandhi 2007）。值得玩味的是，目前為止中印彼此之間呈現一種「不對

稱的威脅認知」（Asymmetrical Threat Perceptions）特徵，成為目前描述中印

關係和平與衝突的關鍵概念（Garver 2003, 109），凸顯的是印度深覺中國崛

起是對其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界定中國是未來長時期的戰略競爭者，中國

卻不將印度視為嚴重的威脅者（Fang 2014, ix）。1962年的邊界戰爭使雙方關

係惡化，籠罩在互不信任的陰影之下（Wang and Deepak 2012），相互敵視的

氣氛延續至冷戰結束仍未消減，競爭的場域反而進一步由雙邊拓展到區域和

全球層面，並繼續爭奪在亞洲地區尤其南亞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Jain 2004, 

253）。

從中印目前的發展態勢觀之，兩國的競爭議題呈現多重面向，地理範圍更

從邊界延展至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平衡中國崛起的壓力以及其所夾帶的強大

經濟影響，成為驅動印度與美國重新修補雙邊關係的動因，尤其美國正在塑造

印度在亞太地區圍堵平衡中國的角色，印度和美國已經發展出相較以往更為積

極的戰略合作關係，此舉在某種程度上，賦予印度對亞太地區事務更多的份量

（Brewster 201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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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體系結構權力分配的角度而言，關注的是亞洲是否能夠同時容納中國

和印度的戰略目標；對印度而言，防止中國勢力拓展到印度洋地區，同時，

為爭奪孟加拉灣的自然資源，擔心中國的崛起將威脅到印度地位的提升，兩

國終將不免引發敵對衝突行為（Malik 2001, 73-90）；加上近幾年因邊界問

題使衝突再度升溫，對於中國在全球迅速崛起亦始終保持密切的關注（Curtis 

2008）。 在歷史包袱的催化下，印度和中國在戰略合作方面存在分歧（Singh 

2011），隨著中印兩國持續的經濟增長，將導致其追求更加具有企圖心與潛在

對抗性的外交政策，進入相互競爭的局面（Singh 2012, 139）。2017年6月中

旬發生在喜馬拉雅山地洞朗地區對峙事件可說是繼1962年以來兩國最嚴重的

衝突。

兩國同時視彼此為在東南亞地區、中東地區與非洲地區互別苗頭的對手。

印度關切中國尋求加強其在東南亞的地位，因而有「東向政策」的制訂，參與

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和戰略關係。中印在南亞地緣政治的競逐，以及在印

度洋周圍的軍事部署，中印關係的權力鬥爭實際上凸顯了體系結構制約的大致

方向，由此預測了兩國未來正面交鋒的可能性（Athwal 2008）。體系權力分

配決定了中印之間衝突的結構性因素，隨著印度崛起，中印之間的紛爭已經從

雙邊議題的爭議提升擴大到地區甚至全球層次的競爭關係，防範中國構成了

印度與美國擴大戰略關係基礎的關鍵因素。中印之間無論是「中印大同」或是

「龍象之爭」，
7
都是凸顯兩國未來可能的矛盾。

二、2012年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

歐巴馬在擔任美國第二任總統時期，2012年1月曾在五角大廈以「維持

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建設的優先要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為題，宣布名為《國防戰略指

針》（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 DSG）的美國國防新戰略。此一新概念在於

「重新平衡與改革」（rebalance and reform）美國在全球的兵力部署與資源分

配，以因應急速變化的國際安全環境與日益嚴重的財政負擔；同時指出，美國

7	 關於印度對中國政策之細部討論可參閱：陳牧民（2013, 155-173）。



 擺盪「戰略自主」與「戰略機會」之間：探索後殖民認同下的印美關係發展　65

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無法與亞太、東亞，以及印度洋的弧形區域發展區隔。在

戰略選擇上，代表美國重歐輕亞的政策轉向，具體整合了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與轉向亞洲（Pivot toward Asia）的軍事作為（閻鐵麟 2013, 34-35）。

外界因此初稱為美國「重返亞洲」，但隨即歐巴馬政府宣稱美國從未離開

過亞太地區，如今僅是針對亞太情勢發展，採取新的措施以強化美國對此區域

之地位與影響力，維繫既有秩序於不墜，故此新措施實屬針對亞太地區之「再

平衡」（rebalance）政策。歐巴馬政府透過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等部門向

外界表達美國將從軍事、外交、經濟政策三方來強化美國在亞太區域扮演之角

色，如此做之目的在於確保美國在塑造亞太地區秩序及其未來的過程中，能夠

扮演更大且是長期性的角色。「再平衡」政策界定之亞太地區範圍涵蓋太平洋

及印度洋兩大海洋，與傳統上僅指環太平洋沿岸國家所構成之區域不同，重要

特質分別是重定軍事優先順序和軍事部署，以及將印度洋沿岸納入亞太地區範

圍等更具整體性的區域策略（張登及 2013, 53-98）。

「再平衡」政策的戰略構想是歐巴馬時期對亞太地區大戰略的總稱，確任

此區域做為美國地緣戰略的重點，旨在提升戰略能力，以便在該地區建立符

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權力平衡狀態，政策刻畫出做為反中國的戰略屬性（Mehta 

2014）。鑑於印度洋與太平洋在航運及戰略關係上日趨密切，美國相應的

支持印度「東向政策」，保障連結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海上運輸線安全（李明

2013, 11）。主張亞太地區是美國21世紀主要的發展關鍵，是時候轉向以亞洲

為中心（it is time to pivot to Asia），當時相關論述的提出亦使得此項政策充滿

軍事意涵（Paal 2012, 6）。

三、美國期望中的印度角色

無論是稱為「轉向亞洲」抑或「亞洲再平衡」的美國亞太大戰略，同樣再

次重申印美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性（Clinton 2011, 56-63）。將印度列入「印

度洋-太平洋」整體戰略規劃中，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美國更寬廣的戰略選擇，

研擬如何塑造印度在此項戰略擘劃中發揮穩定經濟和安全架構的關鍵作用，說

服印度更緊密地配合與美國、澳洲和日本的政策一致性，期望印度扮演「安全

淨提供者」（net security provider），維護印度洋海上運輸路線與印度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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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作用（Scott 2012, 85-109）。在2012年提出「再平衡」政策之後，美國

特別強調印度的特殊性，除了既有的聯盟國之外，印度是唯一被美國列為「戰

略伙伴」的國家，對美國而言相當於「準聯盟」的盟友。美國將長期支持與印

度的戰略伙伴關係，為更廣泛的印度洋區域提供安全保障（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2）。

隨後，2012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Leon Panetta進行國防戰略宣傳亞洲行，當

中也安排首次到訪印度，與時任印度總理的辛格會面，同時推銷美國所設想

的，有關於印度在其亞太戰略中的角色以及可能顯現的作用，Leon Panetta提

到，美國將擴展軍事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從西太平洋、東亞延伸至印度洋與

南亞區域的弧形存在，與印度的國防合作是整個亞太戰略的關鍵，印度是本

地區和世界上最大的、最具活力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有能力的軍隊之一，相

信印美雙方關係能夠更具有戰略意義、更實際緊密具有協調性的合作（Panetta 

2012）。對美國而言，印度在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具有關鍵地位，美國

鼓勵印度拓展「東向政策」，希望印度在亞太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符合

美國利益，除了先前歐巴馬訪印，呼籲印度不要只是東向，要「向東參與」

（engage East），以強化區域繁榮與安全，此次美國國防部長同樣再次強調印

度在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性，以及美印國防合作是美國新戰略的關鍵（方天賜

2014, 17）。

再以美國每四年出版一次的國防評估報告觀之，2006年的報告中，美國

定義印度為「新興的崛起大國」（emerging as a great power）；在2010年稱

其為「安全淨提供者」；2014年報告反映了對印度的興趣日益增加，指出

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從西太平洋和東亞至印度洋地區和南亞地區的弧線有著

千絲萬縷的聯繫，美國投資於與印度長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支持其能力

成為一個區域經濟的穩定力量和印度洋更廣泛的安全提供者（Chanramohan 

2013）。換句話說，美國稱呼印度為「再平衡」政策的戰略合作夥伴與關鍵

國家，有助於解禁先前嚴格控制的防禦技術轉移，依據「國防貿易和技術倡

議」（Defence Trade and Technology Initiative, DTTI）更加務實的參與，雙

方正式由過去武器買賣關係，轉變提升到實質性的「合作開發和合作生產模

式」（co-development and co-production model, CDCP），鼓勵高技術聯合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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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dhyay 2014）。毫無疑問，美國看待印度是「再平衡」政策西太平洋的

基石，在美國亞太盟友關係中，將印度視為新進的成員，可以發揮抑制中國崛

起野心的夥伴，美國也預期印度將同樣渴求與美國的接觸和行動政策上的融

合。

四、印度關於「再平衡」政策的回應

按照現實主義的路徑，在美國官方如此強烈的表態之下，印美國防合作關

係應該受到印度熱情回應。然而相反的，印度國防部針對扮演美國制衡中國的

「關鍵角色」的回應幾乎是冷淡的。相較於擁抱美國這種可以視為提供印度發

展歷史契機與空前機會的言論，印度針對美國國防部長Leon Panetta的發言卻

呈現與預期相反的表態，在簡短的聲明中指出：「印度必須加強在亞太地區的

多邊安全架構，並且在運作的過程中不應讓任何有疑慮的國家感到不舒服。」

（Ollapally 2014a,  140）

印度駐美國大使Nirupama Rao在美國布朗大學發表題為「美國轉向亞洲：

印度的觀點」的演說，採取同樣的立場，以下談話可視為是一種對「樞紐」角

色含蓄的拒絕：

談到印度自身歷史與亞太地區，在印度看來，這是超越地緣政治

和地緣經濟的概念，是一種地緣文明的典範，文明的匯集使衝突沒

有空間，印度以此做為未來的指引。論及『樞紐』（pivot）與印度

的角色，許多觀察者認為印美在亞太地區的交往是針對中國而來，印

度不認為這樣的臆測是有可信度的，亞洲的權力協商是要求有關國家

之間的相互適應，也是一種包容性的平衡，在其中美國也同時從事與

中國、印度、日本和俄羅斯所有地區大國的合作，以實現一個多極秩

序，降低軍事對抗的風險（Rao 2013）。

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Shiv Shankar Menon支持對亞洲多元權力協商的想

法，並直接駁斥美國試圖在印度洋地區擔任平衡者的倡議。Menon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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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機會，任何大國都傾向擔當平衡者的作用，擁有優勢權力

的美國如今政策重心正重新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轉向聚焦亞洲，並

且驚覺亞太地區權力態勢已有相當大的變化，因而發現印度對美國自

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然而，像印度這樣具備經世致用傳統的新

興國家，無論多麼優雅的表達，也不讓自己繼續成為別人政策的追隨

者，真正的亞洲權力協商是包含在亞洲地區有重要的海上存在和利益

的美國，以應對在全亞洲海洋的海上安全問題，並推動建立一個多極

亞洲（Menon 2010, 15-21）。

印度高階退役軍官Arun Sahgal亦指出，印度不希望捲入任何非自願選擇

的衝突中，排斥以任何形式被連接到美國的圍堵政策中。印度應在「戰略自

主」的概念下追隨獨立的政策，印度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保持其「戰略自

主」的前提下，與中國進行交往同時與美國維持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Sahgal 

2012）。印度最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庫「國防研析機構」（the 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針對美國國防部長Leon Panetta的發言，

表明：「很難顯著看出美國『再平衡』政策對印度的吸引力。即便美國將支持

印度崛起，然而，印度的戰略規劃仍將謹慎的擁抱美國，印度不希望捲入美國

旨在遏制中國的『再平衡』政策。」（Gupta 2013）。

從上述發言來看，對於任何旨在圍堵中國的政策言辭，亦避免充分顯現印

度擔任美國樞紐作用的想法，並且表示美國長期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不能視為理

所當然，在面對抵禦中國的制衡行為時，仍應保持對亞洲其他國家行動的自主

權（Ollapally 2014a, 141）。

最後，觀察莫迪執政以來，除了頻繁外交出訪深化與各國關係之外，其上

任之初，整體政策最顯著的成功是2015年印美關係急劇進展，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戰略合作階段（Sajjanhar 2016）。但深入觀之，莫迪親近美國意在取得

美國支持印度的能源需求，同時融入「核供應國集團」，擺脫昔日不被承認

的核地位（Kazmin and Dyer 2016）。至少目前為止印度並無意追求與美國正

式結盟，若將目前印美關係的強化視為聯盟的暖身，無疑是錯誤的解讀，印

美固有分歧仍然存在，只是捕捉到加強合作的機會，在意識到外交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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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情況下，以合作的方式重新處理印美關係。如印度外交部次長蘇傑生（S. 

Jaishankar）所言，印度正試圖調整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往「領導力量」

（leading power）邁進，承擔更廣泛的全球角色。由此而言，印度其實仍保有

不結盟的特質，只是中國崛起創造美國和印度結構性機會，以更緊密的合作共

同追求自身利益（Ayres, Kaye and Nye 2015）。換言之，一系列的高層互訪與

聯合軍事演習是為了爭取美國支持，實現走出南亞的大國政策，莫迪仍是延續

以往的外交特性，只是風格手段有異。

肆、�「戰略機會」與「戰略自主」之抉擇：後殖民國
家身分認同的作用

就理論與現實層面而言，印度與美國面臨的戰略環境是中國的崛起，雙方

可以因此尋找共同的戰略動機，一方面是美中兩國在全球與亞太地區的權力競

逐與權力平衡態勢；另一方面是中印在亞太的較量，結構現實主義的原本假設

提供了強大的邏輯解釋。尤其自2000年開始，印美對雙方的想法開始明顯轉

變，皆是著眼於中國崛起所引發軍事經濟的意涵，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

勢地位，對印度而言，如果將因此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受控於中國的亞洲

將是最不願意看到的狀況，更不用說雙方懸宕已久的邊界爭議。

基於中印雙方不對稱的物質權力，在戰略的考量上，印度理性思考下應

毫不遲疑的靠往美國。尤其在亞太區域，印度對於成為美國亞太政策的「樞

紐」（pivot）角色應呈現相當正面與積極的回應，與中國的關係也將更堅守

分際，避免中國利用經濟聯繫而施加其政治影響力於印度，創造操作空間；然

而，印度無視於可能導致國家安全受損，反而與中國尋求經濟上的互賴，某種

程度而言，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的預期卻無法充分展現。

一、「戰略機會」：有利印度大國崛起與國家安全

站在響應「天然盟友論」，美國和印度有許多共享價值足以使兩國更容易

在事實上結成聯盟關係，同樣為多元化的民主國家，使印美攜手合作具有獨特

優勢（Bajpai 2008, 33-47）。印美兩個國家都是英國前殖民地、兩者官方語言



70　問題與研究　第58卷第3期

皆使用英語、皆為世俗國家、在美國為數龐大的印度裔人數、同樣面對伊斯蘭

威脅以及中國崛起的效應（Craig 2013, 70-71）。

中國崛起和美國的應對之道可以說開啟印度的地緣政治契機，這種發展

使印度的外交政策更有揮灑的空間，由冷戰時期過於空洞的口號轉變為更踏

實的治國原則，重新連接繼承過去的戰略傳統，尤其在911事件後，美國政策

的轉向其實與印度在21世紀成為亞洲大國的願望完全相契合（Banerjee-Guha 

2011, 223），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更是呈現印度絕佳的地緣政治機會

（Ollapally 2013, 46）。

鑑於自身致力做為發展中國家領導者的自我形象，印度將很難接受在以中

國為核心的亞洲秩序中充當次要的角色，以及處於一個由中國制定和執行規則

的國際體系（Mohan 2013b）美國的目標是要獲得穩定的盟友，並將協助印度

崛起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國地位」，為印度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提供歷史新頁。

美國「再平衡」政策有助於印度提升在南亞地區的國際地位，迫使中國更為尊

重的對待印度，縮減中印雙方不對稱的威脅認知差距，為此，印度不能僅僅依

靠內部平衡模式應對中國的崛起；反之，學者C. Raja Mohan呼籲印度必須尋

求美國及其亞洲盟國進行外部平衡的策略（Mohan 2013a, 25）

從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角度，無論是基於權力或意圖的平衡態勢，亞洲地

區的權力平衡變化提供印美擴大戰略夥伴關係的機會，至少在鄰國安全威脅方

面，印度藉由印美關係的接近，有助增加印度應對巴基斯坦和中國潛在隱性聯

盟的籌碼。從2001年以來，美國持續對印度釋出善意，小布希開啟與印度走

向戰略夥伴關係，2005年公開支持協助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政策目標，

接著透過《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協議》，美國等於間接承認印度在不加入《禁止

核武擴散條約》的前提下，成為合法擁核國家，倡議印美基於自由民主價值觀

的「天然盟友論」。

歐巴馬政府在「重返亞洲」中對印度寄予厚望，2013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Thomas Donilon在紐約發表「2013年美國與亞太關係」（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演說宣稱：「美國與印度在亞洲太平洋的利益正強烈

的匯聚中，印度能做的很多，能得到的更多」。印度被視為抑制中國崛起的

天然屏障。小布希和歐巴馬皆是著眼於中國因素（體系結構的壓力），就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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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而言是絕佳的機會，畢竟印度一直忌憚中國對印度洋展現野心，對於抑

制中國在亞洲的野心有共同利益，印美關係的急速成長有助於印度大國地位被

認可，中國崛起刺激印度追求與美國更為建設性的關係（Pant and Joshi 2016, 

8-41）

簡言之，美國試圖連結太平洋地區和印度洋地區為一戰略整體，印度也具

有潛在的實力能夠平衡中國，對美國和其亞洲盟友而言，「印度崛起」並未帶

來如「中國崛起」般負面的意涵，除了印度被認為是人口最多的民主政體外，

崛起的印度可發揮牽制中國的功能；就印度的立場而言，印度與亞洲國家在文

化的差異，以及戰略上的隔閡這些因素交織作用下，即便近幾年印度經濟獲得

可觀的成長，然其所能夠投射到亞洲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相當有限。因此，印度

必須藉助與亞太區域國家的合作來施展其影響力，最關鍵的是取得與美國的合

作。

二、「戰略自主」：印度戰略獨立性的維護

美國決定拉攏印度是由平衡中國崛起的願望所驅使，然就印度立場而言，

並不允許自身被利用於美國的戰略野心中（Mahbubani 2011, 24）。換言之，

印度對美政策的潛在認知與政策反應必須探究印度國家身分認同的作用，如何

解釋印度沒有完全符合美國預期的矛盾心理，在結構變數之下，必須輔以單元

層次變數，瞭解主導印度政策根深蒂固的思想。

印度在冷戰後雖然不再領導「不結盟運動」，但仍試圖避免陷入對大國片

面依賴關係中（Thakur 1992, 165-182），主要導因於印度外交政策關於後殖

民和非干預的歷史特質（Mohan 2007, 99）。印度外交政策核心價值最重要的

還是在全球政治場域上保持「戰略自主」的概念，「戰略自主」誕生於殖民創

傷和感知偉大文明的特定交會，是民族主義最強烈根深蒂固的思想，實際上也

是整個國內不同政策流派對於國家認同的共鳴。政策考量不只是純粹以經濟或

戰略利益為主，國家認同有其根深蒂固的長期影響，尤其擔憂美國會破壞或毀

損印度國家身分認同的特殊危險（Ollapally 2014b）。由此可以理解印度在歷

史上甚少結交聯盟之故，領導人尤其謹慎應對任何與美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主要避免成為小跟班（a junior role）的角色，堅持戰略自主權，以及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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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中之間的衝突（Ollapally 2013, 47）。

從表面上看來，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對印度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戰

略機遇期，中美對抗的趨勢可以終結印度過去對亞洲地緣政治的長期隔離，並

提供印度機會晉升為區域權力平衡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毫無疑問，印度亦一

直試圖平衡中國力量，與美國擴大安全合作，這些發展方向皆指明意圖制衡中

國的意涵；然而，當美國終於提出明確的制衡策略，並敦促印度在亞洲採取相

應的政策回應時，印度卻又顯露模糊（ambiguous）的信號，既不公開支持亦

不嚴厲批評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Mohan 2013b）。

學者Stephen Burgess認為限制印度回應美國「再平衡」政策主要涉及兩項

核心思考：首先，是印度的「戰略自主性」，意味著印度領導人如履薄冰不願

被歸類於美國的同盟關係，印度政策制定者一致強調戰略自主的重要性，印度

願意繼續與美國在確保印度洋航行自由方面合作，但在軍事合作方面，不覺得

有必要從合作夥伴向正式的聯盟關係移動；第二個因素則是印度對美國「再平

衡」政策可信度的疑慮。從過去紀錄觀察，例如，日本和菲律賓與中國就領土

要求發生衝突，印度認為美國並沒有盡到對盟國的援助，再者，印度認為美國

削減預算可能減少後續對「再平衡」政策的規模與投入的資源。況且隨著美中

「戰略經濟對話」的進行，印度擔心美國可能在其盟友不知情的狀況下，與中

國的交易涉及盟友的利益。最後，美國「再平衡」政策意味著美國將更少關注

和制約巴基斯坦（Burgess 2013, 4-8）。

儘管美國一直試圖淡化「再平衡」戰略的中國因素，嚴格來說，此項政策

符合印度崛起的願望，基於共同的利益，能更務實的型塑印美密切夥伴關係

和在亞太地區的主導作用。然而，鑑於印美關係曲折的歷史，揮之不去的不信

任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雙方前嫌盡釋，美國認為印度是一個「不情願的

合作夥伴」（reluctant partner）；印度則批評美國是不可靠的強權，最鮮明例

子即是冷戰時期，美國為與蘇聯競逐，捨棄印度而拉攏共產主義的中國，甚

至默許中國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席次。有此前車之鑒，保持「戰略自主」與印

度外交政策密切相關，即使「再平衡」政策無疑是印度難得的戰略機遇，亦

不能盲目參與「再平衡」戰略，美國必須更認真看待印度的「戰略自主權」

（Tourangba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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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和辛格曾聯合公開發表聲明，印美將提升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

層次，尤其是地緣政治、安全和更密集的軍事防務合作，同時樂觀表示兩國

關係從未如此刻親密，未來雙方都應該以對方為第一優先合作對象。在表象底

下，兩國實則是各懷心思，美國看待印度做為其在必要時以軍事阻止中國崛起

的重要對象，催動美國加速制衡中國的「再平衡」政策，為了將印度融入到美

國戰略議程與聯盟體系中，美國提供各種政策誘因，包括支持印度大國崛起，

建立藍水海軍成為印度洋的優勢力量，使印度軍方依賴美國的技術和裝備，

促使印度在堅守「戰略自主」之下，仍無法抗拒向美國傾斜（Jayasekera and 

Jones 2013）。

學者Colin Geraghty甚至認為印度對於「戰略自主」已到了一種迷戀的程

度，儘管美國現階段的戰略規劃符合印度崛起所需，因而促成印美戰略夥伴關

係的拉近。但是印度不願妥協的戰略自主權，使得任何爭取印度進行圍堵中國

崛起的概念都變的不可行。印度排斥被納進任何針對另一個國家的聯盟或夥伴

關係，因此，即便美國和印度越來越重視印度洋地區，然而這樣的共同利益並

不一定會導致聯合一致的行動。印度正在尋求做為主要大國的力量與地位，願

與所有外部力量進行戰略合作，以防止印度洋地區原有的戰略優勢被稀釋，不

過在說服印度與美國走向新聯盟關係時，美國需要耐心堅定的推動與印度的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Geraghty 2012, 1-8）。至少目前看來，印度與美國簽署了多

項戰略合作協議，在可見的未來卻是不太可能成為盟友，寧願與美國背道而馳

以保持其戰略自主（Chandran 2014）。

印度對於「再平衡」政策的回應展現相當一致的「戰略自主」價值，表明

「戰略自主」仍然是外交政策不可忽視的驅動因素，印度尋求與美國更密切關

係的同時，並無意願傾向與美國建立任何正式的軍事聯盟關係，由此印度以聯

盟身分分擔美國「再平衡」戰略中的軍事責任，將不太可能實現。亦即，美國

期望和印度各自將東南亞和東亞政策融合起來，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盟應對

非民主的中國，從實踐當中檢驗，這樣的戰略合作默契至少到目前為止持續令

美國感到失望。

印度並不否認美國是理想的合作夥伴，與美國結盟似乎也是大勢所趨，發

展戰略夥伴關係對印度「大國地位」的認可是有正面影響的，欣見美國重新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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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南亞，畢竟若美國退出亞太區域，可能出現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然而，當

涉及到實際擁抱美國的大戰略規劃時，印度國內從「戰略自主」角度審慎評估

成為無法迴避的辯論焦點，這當中夾雜著對中國的擔憂、印度對戰略自主權的

堅持以及懷疑美國向印度的承諾。

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基本上是回應對中國軍力上升的警戒，印度尋求

與美國擴大合作的同時仍顧慮中國的感受，原因在於，印度認為美中在亞太地

區的權力競逐仍存在損害印美關係的可能性；況且美國重返亞洲之永續性依然

未定，無法排除若中國威脅印度利益時，美國是否會真正回應。這些顧慮其實

凸顯了美印兩國在某些方面的現實政治目標是虛幻的。

總結而言，進入21世紀以來，因應「中國崛起」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變

動，美國提供印度實現其「大國地位」的時機點，「亞洲再平衡」政策是有助

益的體系機會。印美關係的癥結點涉及印度關於後殖民國家形象的建構與認

知，對印度而言，美國強化對印度關係的背景來自其全球戰略的規劃與調整，

尤其是圍堵潛在敵人中國，在此情況下，即便有助於提升印度國際地位，印度

也未必願意完全配合美國政策。在「大國地位」身分認同的薰陶下與「戰略自

主性」的政策展現，印度認為美國行事要求應顧及印度的利益。

伍、結論

本文論證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干擾了印度外交政策，導致印美關係往往違

背體系規律的預期，此種認同的作用導致印度與美國低於預期的合作，或呈現

一種次優的選擇，關於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根深蒂固的影響，來自印度長期認

為美國終將有損戰略自主，使印度更加難以依據結構現實主義途徑制訂政策。

再以「亞洲再平衡」案例說明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因素對印度外交政策的干擾

作用，印美關係在冷戰後開始修補，基本上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路徑，然而印

度並未融入美國的戰略擘劃中，此種抗拒體系的效果必須由單元層次來釐清，

本文認為是很有代表性的測試案例。

更確切而言，身分認同引起的內部競爭和外部刺激促進了民族身分的形

成，進而影響和重塑對外政策，體系的權力分配僅僅反映了國家之間權力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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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的結構性矛盾，確立了各國所面對的戰略環境；然而無法針對國家的政策

選擇提供充分解釋。從身分認同的作用而言，印度如何協調印美關係，深受印

度國家身分認同，以及對美國權力本質和偏好態度為前提條件。本文並非是獨

尊認同的作用，而是在於指出身分認同因素與印度外交政策的選擇是密切相關

的，能更好的解釋印度偏離體系結構預測的政策行為，釐清印度對美國信任不

足的根源。

首先，印度與美國兩個民主國家長期存在緊張關係，癥結不只是在戰略上

的分歧與誤解而已，而是更深層的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因素所致。國際體系結

構的改變雖然為兩國開啟更廣泛的戰略合作；然而「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一

方面觸動印度「大國地位」情節；卻又同時產生抗拒美國提供崛起的契機，延

緩崛起的進程，對威脅與機會的判定呈現兩種面向：長期而言，中國是印度國

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脅；然就現況而言，美國是損毀其「戰略自主性」的最大威

脅，所以對於美國提供的體系機會沒有立即把握。

其次，目前美國是印度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兩國之間的雙邊國防貿易也呈

逐年上升趨勢，在區域議題上亦具有共同利益與目標，後冷戰時代的政治關係

應該顯得不如過去棘手；不過，印美關係仍然跌宕起伏，很大程度是由於印度

無法放下冷戰時期被美國因戰略考量而拋棄的陰影。美國的冷戰策略造成印度

認為美國並不值得信任，美國反覆無常的政策與動輒對印度的制裁，以及相關

經濟援助所附帶的條件，導致印度受到美國的制約，質疑美國侵犯印度對戰略

自主的堅持。

再次，相較於將美國視為一個戰略機會，印度反而擔憂美國的戰略擘劃是

否將威脅其「戰略自主性」的獨立，躊躇徘徊於是否擁抱美國「亞洲再平衡」

戰略。更確切的說，印度領導者也想要擺脫過去歷史記憶的羈絆，並且規劃更

符合結構現實主義途徑的政策，帶領印度與美國發展更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

或者以更積極的軍事態勢應對中國；然而，總是容易受後殖民認同左右，而忽

略現實政治的規則。

最後，就現實主義和認同因素做為政策光譜兩端，印度外交政策時常擺盪

在國家安全與戰略自主之間，究竟應該依循現實主義的理性思考，以國家安全

為重，抑或秉持國家認同的價值，捍衛「戰略自主性」不接受大國支配，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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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上總是不由自主偏向國家認同。

對於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作用的理解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印度戰略方針所

顯現的「制衡不足」現象。印度視美國為一個戰略機會或戰略自主，國家身分

認同可以提供重要觀察線索。換言之，美國主動為印度提供一個崛起的機會，

印度反而擔憂美國此項「善意」將傷害印度的戰略自主性，最大的擔憂是「再

平衡」政策可能會迫使印度選邊站，因而限制了外交政策選項。基於戰略自

主，印度不想捲入任何非自願性的衝突，或者以任何方式被連結到美國對中國

的圍堵政策中，這種不想受到美國支配而產生的政策，對於剛性聯盟選擇長久

以來的搖擺與猶疑不定無法抽離國家認同因素。

 （收件：105年7月5日，接受：1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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